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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南诏年号的研究，张增祺先生着力颇多。见张增祺：《关于南诏、大理国纪年资料的订正》（刊载于 《考

古》，１９８３年１月）；张增祺：《〈中兴图传〉文字卷所见南诏纪年考》（刊载于 《思想战线》，１９８４年４月）。张先生

依次对保和天启等年号进行了订正。此外，相关研究还有：李家瑞的 《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 （刊载于

《历史研究》，１９５８年７月）、梁银的 《云南发现的南诏纪年文物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刊载于 《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

丛》，２０１２年７月）。在订正南诏年号时，正是由于文物资料中大量使用汉历干支法，才得以和唐历对校。

南诏年号问题补证

方　冬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南诏年号问题是南诏史研究的热点，对隆舜 “贞明”年号进行重新考证，知其即位当年即改元，

贞明元年是８７７年。同时，南诏从 “长寿”直到 “天启”间的十个年号在唐宋中原典籍中皆失载，是南

诏自建年号一事长期不为唐知，背唐建元的结果。贞元会盟后，南诏上表奉唐，受用唐历。在与唐交往

中使用唐朝年号纪年，而对内则使用自建年号纪年。背唐建元恰好表明南诏奉唐的属国性质，也隐约体

现出南诏统治者对外奉唐，对内则自统一方的矛盾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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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南诏世系、年号和族属的研究，是２０世
纪南诏史研究的热点。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前辈

学者李家瑞、张增祺等都曾作出精深论述。①应该

说，在既有资料已被充分挖掘的情况下，对于南诏

年号的考证已趋于饱和。然而回顾既往研究，一些

细节方面仍缺乏必要论述。本文拟就南诏 “贞明”

年号进行重新考证，同时探讨南诏年号从 “长寿”

到 “天启”在唐宋中原典籍中的蹊跷史载，以兹

补充。不周不确之处，还望师友批评指正。

一、南诏的历法系统

回顾以往南诏年号考证的基本方法，主要是通

过考古文物中的时历信息和文献记载相参照，再将



其订正的年号与中原汉历干支纪年相对。

对于南诏的历法使用情况。依 《通典》所记，

南诏未立之前的松外诸蛮，“颇解阴阳历数……以

十二月为岁首，”［１］说明当地有自己的历法体系。

《资治通鉴》载： “梁建方击松外诸蛮，破之……

自云本皆华人，其所异者以十二月为岁首。”［２］也

提到洱海诸蛮使用以 “十二月”为岁首的历法。

从历法角度看，以十二月为岁首是建丑，而唐历是

建寅，以正月为岁首，二者不同。但根据 《蛮书》

和 《新唐书》的记载来看，南诏应是在与唐交往

中，逐渐吸收了中原的历法体系。 《蛮书》载：

“改年即用建寅之月，其余节日，粗与汉同，唯不

知有清明寒食耳。”［３］ 《新唐书·南蛮传》也说：

“俗以寅为正，四时大抵与中国小差。”［４］因此，伴

随着交往增多，南诏已经普遍使用和唐历一样以寅

为正的历法了。

此外南诏与唐朝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曾一度

派遣贵族子弟去成都研习汉化。中原历法在南诏传

播甚广，史载：“剑南两 （西）川及淮南道，皆以

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

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５］因此中原的历法体

系，尤其是干支计时法，在南诏影响深广。

现存的南诏石刻上含有大量的时历信息，其年

号使用南诏自建年号，而具体计时方式则用干支

法。如大理崇圣寺梵钟铭文载：“维建极十二年岁

次辛卯三月丁未朔二十四日庚午铸。”［６］建极为世

隆年号，建极十二年为唐咸通十二年 （８７１年），
该年正是汉历的辛卯年。

以上分析可知，南诏未立之前应有自己的历法

系统。但在与唐交往中，其历法体系逐渐受到影

响。同时，汉历干支法使用已经十分普遍。由此，

今人才得以用干支相对考订南诏年号。

二、“贞明”年号新考

尽管南诏年号大部分均已订正，但至今为止，

有关隆舜的年号问题，依旧处于存疑状态。

对于隆舜年号，诸说不一。《新唐书》和 《资

治通鉴》所记相同，有贞明、承智、大同三个，

《纪古滇说集》和 《滇云历年传》只记贞明一个，

《南诏野史》和 《滇载记》记有贞明、嵯耶两个。

而 《滇史》记载：“改元贞明、承智、大同，自号

大封人……唐昭宗大顺元年庚戌，隆舜改元嵯

耶。”［７］记载四个，且明确记载嵯耶元年是昭宗大

顺元年 （８９０年）。“嵯耶”起止年为８８９—８９７年，
共九年，《滇史》所载与真实情况只差一年，当有

所据。

“贞明”是世隆的第一个年号，“贞明”之前

的年号，“建极”最后一年是８７７年。值得注意的
是，南诏有新君继立当年即改元的做法。① 因此，

如果世隆继位当年就改元，则贞明元年是８７７年，
如果是次年改元，则贞明元年是８７８年。

梁晓强先生认为 《古通纪》一书中有 “贞

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一句，是目前所

见唯一关于贞明年号使用时间的记录。贞明九年乙

巳，干支纪年无误，是年正是唐僖宗改元后的光启

元年 （８８５年）。［８］据此，他将贞明考订为 ８７７—
８８５年，共九年，世隆即位当年即改元，其推论不
免有些缺乏论证。

实际上，梁先生所引用的 “贞明九年乙巳，

唐改元光启元年”一句，是尤中先生校订句：“贞

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二月初八日，遣杨

奇肱迎公主还”的前半句。依先生注解可知，原

句是：“九年乙巳，改元天启元年，二月初八日，

遣杨奇肱送公主还。”［９］其中的 “送”也被尤先生

改为 “迎”。

从语境看该史料应是先表时间，再叙事。“遣

杨奇肱 （迎）送公主还”一事若存在，在将其和

前句 “九年乙巳，改元天启元年”订正后，可以

干支相对，方可考出有关年号的起用时间，这才是

依据该史料订正 “贞明”年号的思路。即先考证

事件，再对校时间。

隆舜请婚于唐，唐欲下嫁安化公主一事，最原

０９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８月

①依中原王朝的改元传统，新君继立一般次年才改元。但南诏年号却有继位当年就改元的做法，南诏拥有年号的
９位统治者，其中，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劝利晟、隆舜、舜化六位均是继位当年就改元。应该说，继位即改元
在南诏不是特殊现象，这可能是南诏学习中原王朝建元不彻底的缘故，即没有理解或者说意识到依中原传统，新君继

位次年才改元。总之，对此客观存在的问题目前缺乏强有力的论据予以解释。



始的记载来自 《新唐书·南蛮传》。其中载： “法

遣宰相赵隆眉、杨奇混、段义宗朝行在，迎公主

……中和元年，复遣使者来迎主，献珍怪毡百

床，帝以方议公主车服为解。后二年，又遣布燮杨

奇肱来迎……未行，而黄巢平，帝东还，乃归

其使。”［４］６２９２－６２９３

这里提到三次 “迎”公主，第一次 “迎”时

间不明。对校其他史料，《资治通鉴》载僖宗乾符

五年 （８７８年），“南诏遣其酋望赵宗政来请和亲，
无表。”［２］８２０４此外 《滇云历年传》也载： “五年

（公元 ８７８年）四月，隆舜请和无表。”［１０］则隆舜
请婚当在８７８年。因此，南诏第一次来 “迎”公

主的时间一定在８７８年 “请婚”到中和元年 （８８１
年）第二次来 “迎”之间。

但问题在于，无论是８７８—８８１年中哪一年第
一次来迎公主，还是第二次中和元年 （８８１年）和
第三次中和三年 （８８３年）来迎。以干支相对，
８７８—８８３年中的任何一年都不是乙巳年，即唐光
启元年。也就是说，尤先生点校后的句子，“贞明

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二月初八日，遣杨奇

肱迎公主还”一句自相矛盾。

事实上，“送”公主一事确有。据 《滇云历年

传》载：“中和元年 （８８１年）八月，隆舜遣使朝
行在，上表款附。三年 （８８３年）七月，隆舜遣杨
奇肱迎公主。十月，以宗女为安化长公主，妻隆

舜。光启元年 （８８５年），昆仑国进美女于隆舜，
受之。隆舜遣杨奇肱送公主归唐。”［１０］１５２－１５３该史料

和 《新唐书》一样时间无差的记载了后两次 “迎”

公主，同时也记载安化公主的确是 “妻”了隆舜。

然而 “受美女”与 “遣归”公主是否有联系，

倪蜕亦感到困惑，他按语说：“此岂欲反而归唐乎

……皆不可得而考矣。”［１０］１５３但无论如何，遣归公

主一事实有。 《新唐书·南蛮传》所记亦不为失

实，黄巢之乱于８８４年平定，送归公主在８８５年，
诸事发生在一年之间。《新唐书》修史者应不知安

化公主短期到过南诏，因此记载缺漏。而由于不同

的撰述者记述角度和侧重点不同，此事被 《古

通纪》和 《滇云历年传》记了下来。尤先生应是

资料受限，只见 《新唐书》的记载，因其中只有

“迎”公主的记录，并且都有杨奇肱。因此认为是

作者故意将 “迎”附会为 “送”，实乃一大误会。

事实上，安化公主确实被 “迎”到南诏，这才有

后来又由杨奇肱送归之举。

总之， “送”公主不能改为 “迎”公主，否

则，校订后的 “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

……遣杨奇肱迎公主还”一句，将会前后时序矛

盾、不合史实。

再校 “九年乙巳，改元天启元年”一句。“天

启”是南诏劝丰的年号无疑，但劝丰时期与

请婚安化公主一事相去二三十年，更何况天启元年

是庚申年，因此该句中的天启一定是讹写。上文已

确定 “送”公主是在唐光启元年 （８８５年），唐在
中和五年 （８８５年）时改元光启元年，中和没有九
年。因此， “九年乙巳”说的只能是南诏年号的

“九年乙巳”。对校其他史料，《古通纪》中有：

“隆，唐僖宗乾符四年即位，改元贞明”的记

载。”［９］８１唐乾符四年到光启元年 （８７７—８８５年）
隔九年，正对应南诏 “九年乙巳”一句元年到九

年。而 “贞明”是隆舜的第一个年号，因此唐乾

符四年到光启元年对应南诏贞明元年到九年，“贞

明”是即位就改元。再加上光启元年 （贞明九年）

干支为乙巳年，所以 “九年乙巳”说的是 “贞明

九年乙巳”，“天启元年”必定是 “光启元年”的

误写。

综上，这则史料正确的校订是：“（南诏）贞

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二月初八日，遣杨

奇肱送公主还。”至于尤先生为何校对前句，改错

后句。应是资料受限，属情理之中，将这一件表时

序的事当成两句话分开校了。尤先生在注解中也

说，他是先根据 《南诏野史》中隆舜于唐僖宗乾

符四年丁酉即位，改元贞明的记载来对校

的。［９］８７－８８这里涉及一个史料理解的问题，《南诏野

史》中载：“蒙隆舜，世隆子，唐僖宗乾符四年立

……改元真 （贞）明。”［１１］在此句句意理解上，尤

先生应是将即位与改元理解成当年同时发生的事，

真实情况也是如此。然而这则史料也可以理解成乾

符四年即位后改元，未必就是当年改元。

事实上，依中原传统，新君继立改元多在次

年。如唐人马总所撰 《通纪》卷十一载： “太宗

崩，即位，改元永徽。”这里说的是唐太宗之后高

宗即位改元一事，乍一看似乎可以理解成即位当年

就改元，实际上唐高宗公元６４９年就已经即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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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 （６５０年）才改元为永徽元年。
可见 《南诏野史》中该史料也存在辨析究竟

是当年还是次年改元的问题，仅凭该史料不能确证

隆舜是即位当年改元。尤先生应是直接将其理解成

即位当年就改元来处理的，但他没有提及也没有排

除为什么不是次年改元这种情况。由此不难看出，

同一则史料之理解并非一种固定线索，在多种可能

的情况下，考证者还需更有力的证据审辩。

总之，依 《南诏野史》中的记载，《古通纪》

中 “贞明九年乙巳，唐改元光启元年”一句被尤先

生校对了，但那仍是一则自相矛盾的史料。而梁先

生又据此考订出 “贞明”起始年，则属事有凑巧。

通过校订，隆舜即位当年就改元，贞明元年是

８７７年，贞明至少使用９年，止于何年无从可考。
贞明九年 （８８５年）离嵯耶元年 （８８９年）只隔３
年时间，梁先生认为从史料看，南诏与唐的年号有

对应之处，因此判断贞明使用了９年，且将承智、
大同两个年号，与唐朝光启二、三年 （８８７年）和
文德元年 （８８８年）对应。［８］其说有一定道理，从
史料看，贞明的确有可能只使用了 ９年，史载：

“二年 （８８６年），地震，龙首，龙尾二关及三阳城
俱崩。”［１０］１５３即南诏在８８６年发生破坏力巨大的地
震，依改元的传统以及诉求看，逢 “大变故”改

元符合常理，贞明九年 （８８６年）极有可能出现改
元，即将 “贞明”改 “承智”。

以上分析也可推知，“承智”和 “大同”两个

年号也是存在的。其一， 《滇史》中记四个年号，

“嵯耶”只差一年，必有所本，可信度较高。其

次，《新唐书》所记除了 “嵯耶”以外三个年号，

但 “嵯耶”已被考订。世隆起公开称帝建元，唐

廷不知隆舜年号的可能性很小。而失载 “嵯耶”，

则应是改元过频的缘故。如以上所考贞明为８７７—
８８５年，至少明确使用九年来算，嵯耶已知是
８８９—８９７年。则 “贞明”改 “承智”，“承智”改

“大同”， “大同”改 “嵯耶”这个过程，是在

８８５—８８９年短短三四年间进行的。《新唐书》失载
“嵯耶”，应和隆舜改元太频有关。

至于承智、大同三年之间各用多久，只能期待往

后新资料的补正了。南诏历代统治者年号资料如表１
所示。

表１　南诏年号对照

统治者 王号／谥号 年号 纪年数
起止年代

公元年 唐朝纪年

细奴逻 奇王 ６５３—６７４ 永徽四年—上元元年

逻盛 兴宗王 ６７５—７１２ 上元二年—先天元年

盛逻皮 威成王 ７１３—７２８ 开元元年—开元十六年

皮逻阁 ７２９—７３７ 开元十七年—二十五年

蒙归义 云南王 ７３８—７４８ 开元廿六年—天宝七年

７４９—７５１ 天宝八年—天宝十年

阁罗凤 神武王 赞普钟 １７ ７５２—７６８ 天宝十一年—大历三年

长寿 １１ ７６９—７７９ 大历四年—大历十四年

见龙 ５ ７７９—７８３ 大历十四年—建中四年

异牟寻 孝恒王 上元 １０ ７８４—７９３ 兴元元年—贞元九年

元封 １５ ７９４—８０８ 贞元十年—元和三年

寻阁劝 孝惠王 应道 ２ ８０８—８０９ 元和三年—元和四年

劝龙晟 幽王 龙兴 ８ ８０９—８１６ 元和四年—元和十一年

劝利晟 靖王
全义 ４ ８１６—８１９ 元和十一年—十四年

大丰 ４ ８２０—８２３ 元和十五年—长庆三年

劝丰佑 昭成皇帝
保和 １６ ８２４—８３９ 长庆四年—开成四年

天启 ２０ ８４０—８５９ 开成五年—大中十一年

２９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８月



续表１

统治者 王号／谥号 年号 纪年数
起止年代

公元年 唐朝纪年

世隆 景庄皇帝 建极 １８ ８６０—８７７ 咸通元年—乾符四年

贞明 ９ ８７７—８８５ 乾符四年—光启元年

隆舜 宣武皇帝
承智 ３ ８８６—８８９ 光启二年—文德元年

大同

嵯耶 ９ ８８９—８９７ 龙纪元年—乾宁四年

舜化 孝哀皇帝 中兴 ６ ８９７—９０２ 乾宁四年—天复二年

　　注：该表内容参考梁晓强先生 《南诏史》一书 《南诏历代帝王纪年表》，详见梁晓强著 《南诏史》［１２］。

三、关于唐宋时期南诏年号的失载

贞元九年 （７９３年），异牟寻遣使者出使唐朝。
贞元十年 （７９４年）正月，异牟寻与唐朝崔佐时使
团在点苍山会盟，点苍山会盟对南诏与唐均有深远

影响，双方结束了自天宝战争后将近四十余年的对

峙局面。

会盟之外，唐朝还向南诏颁布了中原历法，以

示 “奉唐正朔”。会盟的誓文中就有 “贞元十年岁

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的记载，［３］２６１

说明至少在官方交往中，南诏已经开始使用唐历。

同时，袁滋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时说：“宣敕书读

册文迄，相者引南诏蒙异牟寻离位授册，次受贞元

十年历日。”［３］２５１这里更是说得清清楚楚，唐朝向南

诏颁赐了自己的历法。此外又有记载说南诏 “清

平官尹辅酋来朝……异牟寻上表陈谢，册命及颁赐

正朔。”［１３］也提到唐对南诏颁赐历法， “奉唐正

朔”。

从异牟寻中期到世隆即位前的数十年间，唐诏

关系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贞元会盟后，南诏

重新奉唐。唐朝还向南诏颁布了历法，在南诏广为

传播，其中干支法影响深远。尽管南诏对内使用自

建年号，但在与唐的官方交往中，往往使用唐历。

从文献学角度看，有关南诏年号的史籍资料，

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中原记述，主要是元朝以前

的 《旧唐书》《新唐书》和唐人撰的 《蛮书》。另

外就是元朝以后的云南本地著述，其编撰者多为滇

人或有宦滇经历者，其中，以 《古通纪》和

《云南志略》最早。大部分南诏年号，均载于元以

后的云南本地著述，而少见于元之前的中原记载。

何也？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

南诏的年号从阁罗凤 “长寿”直到劝丰

“天启”，在现今可见元朝以前的中原典籍中皆失

载。笔者通检 《蛮书》 《旧唐书》 《新唐书》和

《资治通鉴》，发现其有关南诏年号的记载， 《蛮

书》和 《旧唐书》仅有 “赞普钟”一个。 《旧唐

书》有关南诏之史料不为多，已为世人所知。《通

鉴》与 《新唐书》关于南诏年号的记载词句几乎

约同，不无借鉴之嫌。《新唐书》中对南诏年号的

记载则更令人疑惑，其中，首先记载了 “赞普

钟”，但从 “赞普钟”之后直到世隆 “建极”之前

的１０个年号 （从长寿直到天启）全部失载。从

“建极”开始，之后除 “嵯耶”以外，又全部连顺

序都不变地记了下来。

南诏在 “赞普钟”以后已长期自建年号是无

疑的，即便不提后人已考订出的结果，这一时期的

考古实物也可直接证明此事。如昆明西寺塔有铭文

塔砖载：“天启十年正月廿五日段义造砖处题书。”

剑川石钟山石窟中有刻铭载：“国王天启十一年七

月廿五日题记。”《南诏图传·文字卷》载：“全义

四年己亥岁”和 “保和二年乙巳岁”。［１４］ “全义”

“保和”“天启”均是 “赞普钟”到 “建极”之间

的年号。

《蛮书》所记，依常理，樊绰跟随安南经略使

蔡袭的时间在唐咸通三至四年 （８６２—８６３年），等
于世隆建极三四年。樊绰为当事人，且撰书时曾参

考包括袁滋 《云南记》等资料，不应对南诏年号

记载疏漏如此，何解？

贞元会盟以后世隆以前，唐朝依制要对南诏领

主册封、祭悼。《新唐书》对此记载颇详，“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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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异牟寻死，诏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吊祭。子寻

阁劝立……改赐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劝龙晟立

……十一年，为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立其弟劝

利。诏少府少监李铣为册立吊祭使……长庆三年，

始赐印。是岁死，弟丰立……穆宗使京兆少尹韦

审规持节临册，丰遣洪成酋、赵龙些、杨定奇入

谢天子。”［４］６２８１官方交往频率颇高，对南诏情况应

知晓更多才对，为何出现反而失载的情况？

新、旧 《唐书》和 《蛮书》的记载，恰好表

明由于南诏对外 “奉唐正朔”，在官方交往中的确

是使用唐历。因此唐朝在世隆以前，不知南诏自建

年号一事。从世隆起公开称帝建元，后世修史时，

《新唐书》才得以将之后的年号记载下来。 《新唐

书》的记载亦可间接说明，不但唐朝不知世隆以

前曾长期自建年号，就是到北宋欧阳修等人修史

时，也未必知晓此事。

此外新旧 《唐书》和 《蛮书》都记载了 “赞

普钟”，是南诏将其刻在 《德化碑》上的缘故，而

《德化碑》本就是南诏亲唐的一大物证。至于樊绰

为唐咸通 （南诏建极）时人，为何只记下 “赞普

钟”？首先，撰书的目的乃是为战争服务；其次，

樊绰毕竟随蔡袭到西南时间不长 （蔡袭８６２年上
任安南经略使到８６３年战死，前后就一年）。樊绰
应不知之前的年号，对于后来年号，私家撰书，时

人不可知后来情况。今天所见这段失载的年号史

料，多是成书于元朝以后的云南本地著述，尤以更

原始的 《古通纪》为主。其中自有一条云南区

域文献史承袭的脉络，这些年号史料因此被流传下

来。除了前述自建年号的碑刻证据外，两类时间不

同，撰述主体不同的年号史料对比更加说明，唐人

不知世隆以前南诏自建年号一事。

事实上从寻阁劝开始，南诏历代统治者均自称

“骠信”， “骠信，夷语君也。”［４］６２８１即 “骠信”就

是汉语君，皇帝之意。同时我们从年号表中也可看

出，南诏的自建年号，无论是 “见龙” “应道”，

还是 “保和”“中兴”，都具有明显 “临摹”中原

的意味，其中多寄托国家复兴、图腾保佑、真龙天

子皇权神授等寓意。

综上所论，隆舜是即位当年就改元，贞明元年

是８７７年。同时，对于南诏年号从 “长寿”到

“天启”在元以前中原典籍中的失载，则是南诏对

内自建年号一事长期不为唐知的结果。其历史背景

是贞元会盟后南诏重新奉唐，在历法使用上需

“奉唐正朔”，保有臣属意义。因此，南诏民间使

用和唐朝一致的干支计时法，与唐交往时亦使用唐

朝年号纪年，而对内则使用自建年号纪年。南诏年

号的蹊跷失载恰能说明南诏与唐交往中，“奉唐正

朔”的属国性质，也表现出南诏统治者对外奉唐，

对内则自统一方的矛盾心态。

［参考文献］

［１］杜佑．通典·边防三 ［Ｍ］．王文锦，点校．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９２：５０６７．

［２］司马光．资治通鉴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

［３］向达．蛮书校注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４］欧阳修．新唐书·南蛮传 ［Ｍ］．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７５．

［５］董诰．全唐文：卷 ６２４［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６３０１．

［６］汪宁生．云南考古 ［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１８２．

［７］诸葛元声．滇史 ［Ｍ］．刘亚朝，点校．德宏：德宏

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００－２０４．

［８］梁晓强．南诏后期纪年订正 ［Ｊ］．曲靖师范学院学

报，２００７（５）：５５－５７．

［９］佚名．古通纪浅述校注 ［Ｍ］．尤中，校订．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０］倪蜕．滇云历年传 ［Ｍ］．李埏，点校．昆明：云南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１］胡蔚．南诏野史 ［Ｍ］．木芹，会证．昆明：云南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６５．

［１２］梁晓强．南诏史 ［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１３：６５３．

［１３］王钦若．册府元龟：卷 ６５３［Ｍ］．南京：凤凰出版

社，２００６：７５３５．

［１４］梁银．云南发现的南诏纪年文物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Ｊ］．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２０１２：１３３－１４１．

４９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８月


